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案例 一
壹、事實概要：

一、○○○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所定應申報財產之人員，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規定申報八十八年度之財產，經受理申報機關政風室依法進行審查，發現漏報其本人所有之郵局存款新台幣（下同）二四八、０七八元，溢報其本人所有之中央信託局存款一０、九四八元。經請申報人說明，申報人對於家中財務，均交由配偶處理，每年申報財產亦交由配偶填報，配偶亦虛應故事，就家中財產大致情形填報，並未詳閱申報須知，此可調閱歷年申報表與申報日之存款情形，均不相符可證。甚至八十九年令原告補正時，仍誤依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款情形填報，與申報日存款，仍不相符，故申報人認為自己申報不實之情形只有過失而已，並無故意。

二、案經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認定原告故意申報不實，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作成罰鍰處分，處以原告罰鍰六萬元。申報人不服上開處分，提起訴願亦遭駁回，因此提起行政訴訟。

貳、兩造之爭點：

一、申報人（以下稱原告）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向來將家中財務交由配偶處理，申報財產事項亦然。但配偶亦虛應故事，僅就家中之財產大致情形填報，並未詳閱申報須知（此可調閱歷年申報表，其上申報日之存款情形與事實均不相符），後來才從同事口中明瞭，申報時要先至郵局辦理登簿，並以前一天之登簿資料來填寫。

（二）原告沒有「申報不實」之故意，只有過失而已，如果原處分機關認定原告有此故意，應舉證證明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於原告是否構成處罰要件之意思要件，隻字未提，僅強調原告有據實申報之義務，而不及是否有故意及如何證明有故意，有無義務及有無故意，二者不可混淆，有義務並非當然有故意，有故意乃處罰之積極要件，應由處分機關以積極證據證明。

原處分僅以有「漏報」、「溢報」之事實，而無證據證明原告有故意之意思要件，所為處罰乃「欲加之罰」，殊非依法行政，「過失」與「故意」不同，所為處罰，自屬率斷，顯違依法行政原則。

二、法務部（以下稱被告）主張之理由：

    原告雖辯稱其財產申報係交由配偶處理，無申報不實之故意，且法律未規定申報必由本人為之云云，惟查：財產申報係原告之法定義務，是以申報不實亦處罰原告，固然原告可委請他人代為填寫申報內容，但申報表末頁卻須由原告本人簽名蓋章以示負責並確保申報表末頁簽名欄上方所列「以上資料，本人係依法誠實申報，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原告既自承每年財產申報表均交由其配偶填寫，且其配偶均胡亂填寫虛應故事，則原告如何確信其配偶所填寫之申報內容均係正確無誤？顯然原告有申報不實之故意，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相符，原處分自無違誤，原告之主張尚不足採。

參、行政法院見解：

一、本件罰鍰處分之合法性審查，集中於原告短漏申報其本身之財產，主觀上是否具有故意。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指之「故意」，並不限於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學理上或稱為「未必故意」）亦屬之。直接故意乃行為人對於行政違章行為之構成要件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間接故意則指行為人對於行政違章行為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反其本意者。此外故意之內涵還可分為二個層次，一是「構成要件故意」；一是「違法性認識」，前者是指對客觀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觀認知，原則上是不牽涉到價值判斷。後者則是指「認知到自己之客觀作為是法規範所禁止者（或自已之客觀不作為是法規範期待自已在當時環境下應作成者）」，其一定會牽涉到價值觀點。舉例言之，認知到自己之行為足以導致某人死亡時，是屬於「構成要件故意」，而認知法規範禁止自己去殺害該人時，則涉及「違法性認識」之層面。在「直接故意」之情況下，顯示出行為人對禁止法規範（或誡命法規範）之明顯蔑視，但「間接故意」則會呈現出行為人對法規範之輕忽與漠視，以上二者均屬「故意」，只不過責任有輕重而已。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如果從申報內容進行外部觀察，顯示出申報者有一種「隨意輕忽、心存僥倖」的態度時，此等心態即應被評價為「預見申報極有可能不實，但仍決意依此申報，即使真實情況與申報內容不符，亦在所不惜」，故符合間接故意之要件。若公職人員在委請他人查證財產現況及填寫申報資料時，是抱著「反正對錯都無所謂，因此不論第三人如何申報，我都撒手不管」的心態時，則此等心態的存在正表徵出公職人員對上開誡命規範之輕忽與漠視，當然會被認定（或評價）為具有申報不實之間接故意。

四、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中，到底何人實際填寫表格，不是「申報不實故意」判斷之核心，真正是之關鍵出在公職人員踐履「申報財產」誡命規範時，其實踐作為義務所須到達之「作為」高度如何﹖例如原來服務於花蓮，在花蓮地區之農會有一筆活期存款，現在台北服務，因為農會為地區金融機關，北部沒有辦事處，此時為了踐行申報財產之義務，公職人員可能必須被迫至花蓮去查閱存款資料，而且有時成本甚高，如果公職人員因此沒有去查閱資料而致申報不實，即不能遽而認定為有故意，此時公職人員要盡到那一種程度之作為才能算是已盡到上開作為義務，尚需視查閱成本與應申報金額比例而定，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又例如存款資料如果有存摺可憑，並有自動刷卡之機制，如果公職人員連這樣簡單的動作也吝於為之，則可彰顯其對上開申報財產誡命規範之漠視與輕忽。如果申報財產而需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配合時，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訊息，有客觀之書面資料可作形式上的查證，則原則上可給予信賴，進行形式審查即可，但如果資料不是非常齊全或有可疑之處，或者一方已往曾有隱瞞財產之事實，則公職人員有進一步查證之需要，必須踐行第二步之查證才能謂其已盡到申報財產誡命規範所要求之作為義務。至於委由第三人調查財產現況及實際填寫申報表格時，如果第三人之填載內容發生錯誤，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認為，公職人員已忠實履行上開誡命規範，即使申報內容客觀上不符實情，但在主觀上亦認為其無「申報不實故意」，則會取決於公職人員本身之複查動作高度，就如同前述之情形一般，至少也要在申報書簽名之際，向第三人進行訊問及復查動作，確定其申報無誤。又如果知悉第三人查證及申報能力明顯不足時，更應放棄原來之委請，而自行處理。

五、結論：

（一）本案之事實特徵在於「原告配偶代原告申報財產時，虛應故事，只就大致情形約略填報，但未詳予查證，以致分別漏報及溢報原告本人之存款」。此時原本應由原告說明其對配偶之填寫行為做了那些檢查，以致其可完全信賴其配偶之填寫內容。亦即原告踐履上開誡命規範時之主觀心態與客觀作為，是否有輕忽漠視上開誡命規範之「未必故意」。由原告之說明似已顯露出其對上開誡命規範的輕忽、漠視甚至是「不耐」，而可被認定為具有「未必故意」。原告既有「申報不實之故意」存在，則被告機關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對原告課處罰鍰，自無違誤。

（二）法院附帶說明：即使原告之行為有違反法定申報義務之「未必故意」存在，但故意未必等同於惡意，且原告產生此等未必故意，有其值得同情之處。而從預防之角度著眼，本院也要提醒受理申報機關，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給予申報財產公職人員適度之協助，並思考法制變革方向，讓公職人員能夠比較容易踐履此等誡命規範。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案例二
壹、事實概要：

原告係○○部○○局法務室主任，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定應申報財產之人員。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規定申報其本人、配偶之八十九年度財產。事後經被告機關所屬政風室（受理申報機關）依法審查原告上開申報內容，發現漏報其配偶所有華僑商業銀行消費性貸款新台幣（下同）六二七、一八八元、第一商業銀行消費性貸款五四九、五０七元，經陳報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認定原告主觀上有「申報不實」之故意存在，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作成罰鍰處分，處以原告罰鍰七萬元。原告不服上開罰鍰處分，提起訴願亦遭駁回，因此提起行政訴訟。

貳、兩造之爭點：

一、申報人（以下稱原告）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配偶於本案行為時雖亦服務公職，但之前從未（免）辦理財產申報，對於公職人員申報法之相關規定，欠缺概念，應不知悉渠之債務亦需由原告申報之規定。該二筆消費性貸款係原告配偶與同事間連帶互保，非原告為其保證人，事後亦未告知，原告配偶個人自主性承貸之債務，非原告可掌控或知曉之事情，原告自始不瞭解其債務。原告固瞭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之規定，因配偶提供其銀行存摺，於申報行為時，原告乃照其存摺金額據實列報，當時根本不會想到配偶有債務問題，原告在不知情之情況下，欠缺故意之認知要素及決意要素，其漏報行為並不符合故意構成要件該當行為。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謂「其故意申報不實者」，從違章行為構成要件而論，違法事實須符合故意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始有受罰之可能。至於過失行為並不符合法律構成要件，自無處罰之適用。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者，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已特別規定，僅對故意申報不實之行為始受處罰，過失行為則不受處罰。本案原告漏報配偶之債務，雖違反據實申報之義務，但原告完全欠缺故意主觀犯意，僅係過失行為，依法應免受行政處罰。

二、法務部（以下稱被告）主張之理由：

（一）申報配偶所有應申報財產，本即原告之義務，原告自應詳與配偶說明申報財產之內容及相關規定，不容原告以其配偶不諳法令相關規定，或其不知配偶另有私人債務，而為免責之正當理由。況財產申報僅需配偶提供財產內容，與財產之所有權歸屬無涉，原告於同一申報表亦申報其配偶所有存款資料，顯然其配偶並無不能配合申報情事，是原告以財產各自管理為由，尚難採認。

（二）原告漏報之配偶貸款固均係向金融機構辦理而有資料可稽，無法逃避受理申報機關之查核，惟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立法目的，係藉公職人員公開財產接受民眾監督，增進民眾對政府施政及公職人員操守、清廉及誠實度之信賴，民眾並無查核公職人員所申報財產內容是否正確之權限，故由受理申報機關為輔助性之抽查，是以公職人員應本誠實原則據實申報，不容以財產可否被受理申報機關查得據為卸責之藉口，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參、行政法院見解：

一、以本件罰鍰處分之合法性審查應集中於：

    （一）債務漏未申報，在經驗法則上是否可以排除出於「不實申報之故意」﹖

    （二）「配偶未予告知」之事實如何證明﹖客觀證明責任如何分配﹖

    （三）原告是否可以因為「配偶未予告知」作為認定其無故意之依據﹖

二、按債務漏未申報之情形，也一樣可能存有「不實申報之故意」，公務員之財產申報範圍及於消極財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參照），而且要求公職人員申報財產之規範目標，最低限度即是要求擔任特定職務之公務員，其個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財務狀況可供公眾檢驗，維持其職務上之「立場公正形象」（故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又稱「陽光法案」），避免惹起外界懷疑。因此申報不實之行為即使沒有「隱匿財產」之意圖，但只要其顯示出對上開要求「公正形象」法規範的蔑視或輕忽漠視，導致特定公職之「立場公正形象」有可能受到懷疑之「抽象危險」，即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之「故意申報不實」違章行為構成要件。

三、若財產申報結果客觀不實，而公職人員主張：「是因為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未予配合，詳細告知財產現狀所導致者」，此時可分二種情形：

（一）若公職人員是主張其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有意不與其配合來踐行此等申報義務。則從日常經驗法則言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對公職人員存有情感上、生活上與經濟上之共同利害關係，會採取與公職人員一致的態度，不會對其隱瞞自身之財務狀況。如果公職人員主張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與其在情感上、生活上或經濟上全面對立，完全不願協助其履行上開申報財產義務時，應由該公職人員就此等事實是一個變態事實負擔客觀證明責任。

（二）若公職人員主張其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雖有意願與其配合來踐行此等申報義務，但因某些原因導致申報內容有誤，其中包括某些個人特殊之考慮而故意隱瞞。例如太太有私房錢或者想補貼娘家而不願意讓先生知道太多，甚至如本案中之私下借錢買賣股票等等情形，鑑於社會價值多元化的傾向，這種情形並不能算是一個變態性之事實，所以不須基於公平的理由而轉換客觀證明責任之配置，減輕主管機關之證明負擔。公職人員對此等「原因」存在可能性之輕忽，能否被評價為「漠視法規範」之間接故意，則必須與公職人員踐履「申報財產」誡命規範時，所須踐履之程度有關。例如原來服務於花蓮，在花蓮地區之農會有一筆活期存款，現在台北服務，因為農會為地區金融機關，北部沒有辦事處，此時為了踐行申報財產之義務，公職人員可能必須被迫至花蓮去查閱存款資料，而且有時成本甚高，如果公職人員因此沒有去查閱資料而致申報不實，即不能遽而認定為有故意，此時公職人員要盡到那一種程度之作為才能算是已盡到上開作為義務，尚需視查閱成本與應申報金額比例而定，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又例如存款資料如果有存摺可憑，並有自動刷卡之機制，如果公職人員連這樣簡單的動作也吝於為之，則可彰顯其對上開申報財產誡命規範之漠視與輕忽。另外在申報財產需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配合之情況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訊息，如果有客觀之書面資料可作形式上的查證，則原則可給予信賴，進行形式審查即可，但如果資料不是非常齊全或有可疑之處，或者一方已往曾有隱瞞財產之事實，則公職人員有進一步查證之需要，必須踐行第二步之查證才能謂其已盡到申報財產誡命規範所要求之作為義務。

四、結論：
本案之事實特徵在於「原告配偶在配合原告申報財產之餘，另有隱情（想買股票），而隱瞞了自身的二筆消費借貸債務（買得之股票因其面額不足一百萬元，亦未申報）」。原告這樣的主張，在日常經驗法則上是常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常情，另現有事證也無法證明原告知悉其配偶有隱匿財產之紀錄，更重要的是，原告配偶的債務資料無法從其配偶提供之書面資料中查覺，換言之，如果其配偶不主動告知，原告沒有知悉其情之有效管道，由此可以推斷其在申報財產時，主觀上有忠實履行申報誡命之意願，事後的錯誤純屬「始料未及」，不應令其負起「故意申報不實」之違章責任。被告機關對原告所為之裁罰處分自有違法之處，原告訴請撤銷自屬有據，爰併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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